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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综合风险防范“凝聚力”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
力”基本原理、凝聚力形成中的协同效能、凝聚力实现手段、凝聚力优化对提高系统抗打击
能力的作用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凝聚力”的科学内涵，并初步建立了“凝聚力”的模式，以
期完善现有综合风险防范理论体系。结果表明：协同宽容、协同约束、协同放大和协同分散
四个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凝聚力在协同运作上的四种表现，同时也是凝
聚力在“凝心”和“聚力”具体问题上的4种优化目标的阐释；凝聚力模式将四个协同原理及
其优化目标转化为社会认知普及化、成本分摊合理化、组合优化智能化、费用效益最大化等
一系列手段，实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产生的共识最高化、成本最低化、福利最
大化以及风险最小化；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和仿真的方法，通过设计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的表达，验证了随着系统凝聚力的提高，系统抵抗局部和全局打击的能力均得以增强，而
且，可通过优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节点的结构和功能，以达到提升系统凝聚力的目的；凝聚
力模式补充了灾害系统中脆弱性、恢复性、适应性等概念在阐释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
范问题上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协同效能；综合
DOI: 10.11821/dlxb201406012

1 引言

为了加深理解人类社会对地球系统的影响、以及应对人类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各类风
险，我们发现，“综合”一词愈来愈被不同的科学领域所使用，如“天—地—人”系统的

“综合”、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防范风险对策中“科学—技术—管理”的“综合”，等等。毋庸置疑，

“综合”一词的使用，不仅强调“综合”理解地球系统的复杂性，而且更加强调从“综
合”的视野寻找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及防范风险的对策，即什么样的“综合”可以
提高我们认识地球系统复杂性的能力？如何“综合”就可以明显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
益？为什么“综合”就可以提高人类防范社会—生态系统风险的水平？

近十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生态系统”和“人地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异质
性、动态性[1-2]和高度关联性[3-4]，并探讨这些特征对系统可持续性造成的挑战。在全球变化
科学领域，IHDP率先提出了综合风险防范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IRG) 的科学计
划[5-6]，指出“社会—生态系统”的风险研究需从多尺度、多维度、多利益相关者角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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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研究，这种综合超越了原有的“多灾种—灾害链”的研究以及单一尺度下的成本效
益和成本分摊的研究[6]，而强调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的一体化[7]，危险性、敏感
性 (稳定性) 和暴露性的一体化[8]，脆弱性、恢复性和适应性的一体化[9]，地方性、区域性
和全球性的一体化[10]，这样反映在防范风险、应对灾害的主体身上，强调的是上下左右协
同的运作机制，以及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多目标优化。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何从科
学严谨的角度阐释“综合”，这就需要提出新的模式。

2 凝聚力的提出

“社会—生态系统” (传统意义上也被称为“复合人—地系统”、“人与自然复合系
统”[1]) 是地理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社会生态系统被定义为社会子系
统 (人类子系统)、生态子系统 (自然子系统)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构成的集合[11] (Gallopín,
2001)，并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科学最理想的研究单元[12]。灾害与风险系统是典型的社会
—生态系统 (SES) (以下简称“系统”)[13]，亦是风险防范研究的对象，包括社会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制度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且紧密互动[6]。我们曾专门
撰文讨论区域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与功能体系[7-10, 13]。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阐述了系统要素
的构成，即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与灾情。其中，孕灾环境是区域灾害发生的综合
地球表层环境，对应着社会—生态系统的全部，而致灾因子与承灾体均是其子集。致灾因
子是孕灾环境中不稳定的、可在一定扰动条件下突破阈值并对承灾体形成潜在威胁的自然
要素[14]。扰动可以是内源性的，也可以是外源性的，或是内外互动性的[14-17]。承灾体是致
灾因子影响和打击的对象。灾情是打击和破坏的结果。灾害系统的功能体系阐明了灾害风
险形成的过程，即灾害风险的大小由孕灾环境的不稳定性、致灾因子危险性以及承灾体脆
弱性 (广义) 共同决定 (图1)。由于孕灾环境不稳定性与致灾因子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由社
会—生态系统中生态子系统的内在属性决定，即综合地球表层环境中的物理、化学、生物
与人文过程决定，综合风险防范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有效提升孕灾环境的稳定性并降低承
灾体子系统的脆弱性 (广义)。

近年来，若干重要概念被用于描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能力，包括脆弱性
(Vulnerability)、恢复性 (Resilience) 与适应性 (Adaptation)。这些概念之间彼此交叉，在不
同具体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侧重与界定[18]。脆弱性最早源自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
多个学科，而人文地理学家则构建了针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19]，以及针对灾害与风险的脆
弱性理论[21-22]。恢复性最早源自生态学领域[20]，曾被一些学者定义为系统应对外部压力与

图1 区域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 (a)、功能体系 (b) 与承灾体脆弱性的内涵与外延 (c)
Fig. 1 Regional disaster system architecture (left), functional system (middle) and exposure vulnerability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right)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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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的能力[23]，因而也被认为与脆弱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25]，并在一些文献中被等价
地使用[29]。然而，从系统科学角度理解的恢复性是重点表达系统从动态变化中 (特别是在
受到扰动和外部压力后) 在一定吸引域内维持或“恢复”其结构和行动的能力[26-27]，与脆
弱性有着重要的区分。适应性表达系统针对外部环境特征的演变 (如变化的条件、压力、
致灾因子、风险或机遇) 进行自我学习、调整与演化的能力[28]，最早源自上世纪初的人类
学研究，而在近年来气候变化与应对领域成为了研究热点[29]。

与此同时，灾害风险以及全球变化风险领域的研究进展丰富了承灾体脆弱性的内涵与
外延。用于描述承灾体内在属性的指标，在狭义的脆弱性 (表达系统丧失结构和功能的能
力，可用承灾体在不同致灾因子强度条件下的损失程度计量) 的基础上增加了恢复性 (表
达系统从其动态变化中恢复的能力，可用承灾体在遭受打击后恢复的速度与程度计量) 与
适应性 (表达系统针对外部环境特征进行自我学习、调整与演化的能力)。

然而，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当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争论。系统的脆弱
性、恢复性和适应性表达的是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还是存在互相包含的关系[11]？全球变
化研究领域倾向于将恢复性的概念广义化，即恢复性包含了系统应对和承受打击的能力
(脆弱性) 以及从打击中恢复的能力，并特别强调系统恢复性的动态特征。在区域灾害系统
研究中，我们更倾向于将脆弱性的概念广义化，即承灾体的广义脆弱性包含了狭义脆弱
性、恢复性与适应性三者，其中既包含系统的动力特征，也伴随着系统的非动力特征
(图1)。

敏感性、暴露性与应对能力分别是承灾体广义脆弱性在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
三个方面的外延。承灾体对应某一特殊种类的致灾因子的敏感性受到局地孕灾环境特征的
显著影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局地孕灾环境对灾情产生的放大/缩小作用。暴露性是孕灾
环境中的扰动形成的致灾因子在承灾体子系统表面的投影，承灾体对致灾因子的暴露是损
失形成的前提。承灾体的敏感性与暴露性通常被用于结构化的定量评估狭义脆弱性；敏感
性与应对能力能够很好地表达承灾体子系统从扰动中恢复的能力，即恢复性。应对是一种
承灾体在灾害发生时采取的短期与临时性的系统功能改变。应对能力与适应性的关系相对
较为复杂。承灾体对致灾因子的应对往往通过改变系统的暴露性实现，而同时也会影响扰
动本身，如强度 (Intensity) 和作用时长 (Duration) 等属性。以洪水为例，洪水来临时临时
垒堤坝、转移安置群众等应对措施可以降低财产的暴露性，但这是暂时的。一旦洪水超越
这种临时设防能力，措施失效，被人为增高水位的洪水将更加具有破坏性，而堤坝周边的
承灾体的敏感性 (如房屋抵抗洪水冲击与长时间浸泡的能力) 却并未改变。应对是承灾体
子系统针对外部扰动的及时性反馈，而当这种反馈得以不断重复并被系统学习从而导致长
期性的结构与功能变化时，就形成了适应。仍以洪水为例，将临时性增高堤坝改为永久性
增高，将转移安置更改为洪泛区退出，应对措施就变成了适应措施。应对能力 (Coping
capacity) 与适应能力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别，此处仅强调二者在时间尺度上的区分：即长时
间尺度的应对能力可被视作适应能力。

承灾体广义脆弱性的内涵与外延决定了主动防范风险需要在多个维度有效减轻系统脆
弱性，而减轻的能力决定于构成系统的经济、社会与制度子系统的要素，要素之间、要素
与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的关系 (系统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实现的系统功能。其核心
是制度系统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设计，决定着承灾体系统的内涵 (脆弱性、恢复性、适应
性) 和外延 (敏感性、暴露性和应对能力)，这样构成了系统应对由孕灾环境和致灾因子交
互作用而产生的灾害事件以及风险的整体能力。

在澄清以上诸多概念后，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由此提出：承灾体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应如何设计，实现经济、社会、制度等子系统内要素之间的协同运作，从而有效地改变脆
弱性、恢复性、适应性，降低敏感性、暴露性并提升应对能力，进而有效地防范风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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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评价系统的此类结构与功能调整与优化并降低脆弱性 (广义) 的能力？我们发现，目前
仍然缺乏一种概念或模式来阐释这种效果或能力。应该有另一驱动力 (因素) 来决定整个
系统是否能有效和有序地进行协同运作、实现防范风险的目标。为此我们提出，这种促使
系统协同运作的驱动力为系统的“凝聚力”[31]，其英文为“Consilience”。Consilience一词
最早出现于 1847 年 Whewell W 所著的 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32]一书中，
尝试用Consilience来阐释科学理论构建的基础：预测、解释和各领域的统一化，强调的是
综合的过程。在 1998 年由 E.O.Wilson 所著的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33]一书
中，更为清晰地用Consilience一词解释知识的一体化。系统的“凝聚力”表达了系统中的
各子系统、各要素、各行为主体达成共识 (即“凝心”) 和形成合力 (即“聚力”) 的能
力，“凝聚力”的大小是针对凝心和聚力的过程而言，即该过程产生的效果、效率和效益。

“凝聚力”是对系统“凝心”和“聚力”能力的一种测量和表达，也是系统内在的状
态属性，它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关。“凝聚力”概念中“凝心”指的是系统中各相
应单元达成共识的过程，而“聚力”指的是各单元形成合力的过程，达成共识和形成合力
均是针对系统综合防御风险、抵抗外在打击 (渐发和突发型) 而言。

凝聚力的概念模型如图 2所示。政府、事业、企业和个人 4个均为防范风险的主体，
各自在自己的维度上需进行单主体的综合，然后 4个主体进一步综合，作用于社会子系
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和制度子系统上，这些子系统进一步综合，形成合作、协
作、沟通和共建这样一种凝聚后的综合系统，才能更好地协同运作。

3 凝聚力基本原理

凝聚力概念本质是“综合”，具体表现为系统协同运作的能力或协同性，凝聚力也是
系统的一种内在属性。系统的其他属性，如脆弱性、恢复性等在提出之初，为了更好地加
以解释，并与不同领域的概念进行结合，它们的概念描述往往借助力学的问题表达方式进
行。本文提出凝聚力4个基本原理，借用结构工程和力学中的相应表述方法，对凝聚力原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事业事业事业事业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市市市市

省省省省 县县县县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财政财政财政财政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民政民政民政民政 外资外资外资外资 国贸国贸国贸国贸 私企私企私企私企 集资集资集资集资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中年中年中年中年
老年老年老年老年

凝练核心作用凝练核心作用凝练核心作用凝练核心作用

聚合关键作用聚合关键作用聚合关键作用聚合关键作用

整体综合系统整体综合系统整体综合系统整体综合系统

沟通沟通沟通沟通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协调协调协调协调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生态生态生态生态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图2 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凝聚力概念模型[31]

Fig. 2 Conceptual consilience mode of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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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行阐释。
(1) 协同宽容原理
系统面临风险时，各响应单元必须产生有别于常态时的宽容性，这种宽容性使得系统

作为应对风险的整体，获得比常态时更高的抗性和恢复性。如图3所示，当多股钢绞线拧
在一起时，不仅使得工作性能提升，而且比单根使用获得了更多的延展性，从而整体上能
够容忍更大变形，且获得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当“社会—生态系统”向灾害状态转入时，
各个响应单元需合理地提高宽容性，容许常态时所不能接受的运作规则和合作方式，这
样，才能围绕系统整体的优化目标，在灾害“转入”时能产生更高的设防能力和调整空
间；同样，在灾害“转出”时，对资源分配原则、成本效益目标和区域平衡方式等的协同
宽容，能让系统整体上能更有效应对灾情，并快速得以恢复。协同宽容的原理还体现在各
子系统和响应主体对灾害风险“转入”和“转出”模式[6]转换所需的宽容度，这样实现系
统整体在防范风险上效率和效益的双重优化。协同宽容原理对应凝聚力中的“凝心”，它
也是在系统防范风险中实现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前提。

(2) 协同约束原理
由于系统应对风险的总体资源有限，每个响应单元都不可能任意地使用资源而达到局

部效果的最优。从系统的角度，为了达到有限资源条件下的整体最优，往往需要对局部的
单元进行资源或行为的约束，在一定的协同配置下，这种约束会对系统整体产生更为优化
的风险防御能力。如图4所示，柱体由于在与竖直方向垂直的平面上进行了有效约束，使
得柱体的极限承载能力得以提升。这种约束可以很容易拓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的响应单元
中。当防范风险成为系统整体的目标时，单元的行为和资源在抵御风险时需进行必要的调
整 (约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一些短期目标和资源需求进行必要的约束，以缓解
对生态子系统的压力。这种约束虽然会抑制一些短期或局部的发展，但是从整体系统地角
度而言，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得以提升，从长期角度来看，反而会促进经济等其它子系统
地长足发展。协同约束原理强调约束措施的实现，而这种调整是系统达成“共识”的结
果。所以，协同约束原理也对应凝聚力中的“凝心”。

(3) 协同放大原理
当响应单元间产生合力，那么共同应对风险时形成协同放大的效果。如图5所示，当

构件间产生足够的摩擦力，组合后的结构的承载能力得以极大提升，而提升的效果成n2倍
数增加，达到“1+1>2”的放大效果。系统通过协同性的设计和优化，能极大提升系统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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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为了使钢制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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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扎等需求，多股钢丝以一定

的规则绞合成钢绞线，钢绞线

的力学原理体现了本文所述

的“协同宽容”内涵。 

具体表现在：（一）所有

钢丝遵循统一原则进行绞合，

体现对规则的宽容；（二）在

对规则宽容的前提下，整体钢

绞线形成对大变形和冲击荷

载更高的宽容性；（三）钢绞

线拥有单根钢丝所不具备的

良好的工作性能，极大提升其

包装、运输、应用方面的宽容

性。 

图3 协同宽容原理示意图
Fig. 3 Collaborative tolerance schematic

图4 协同约束原理示意图
Fig. 4 Collaborative constraint schematic

867



69卷地 理 学 报

体防范风险的能力，体现各单元间通过协同机制而形成相互促进效果，从而使整体的效益
得以放大，各单元间在资源配置上的协同可促进系统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各单元在
结构与功能优化的过程中，通过协同设计增强相互间的正向耦合作用 (如绿色经济上的投
入对经济增长和生态服务能力两方面都能产生正向作用)，使有限的资源能在多个功能实
现下达成协同增强的效果，这样能放大系统整体应对灾害风险以及从灾害事件中恢复的能
力。协同放大原理对应凝聚力中的“聚力”。

(4) 协同分散原理
由于复杂系统中各单元间存在着一定的联通性[3]，某一子系统中的缺陷可能会形成引

发系统性的风险而导致系统崩溃，协同分散的目的是将这种局部的缺陷放到整个系统中来
评估，从系统的角度来转移和分摊它带来的风险。风险分散的本质就是通过时间的长度和
空间的广度来化解风险在某一特定时空的聚集，而协同分散原理在此基础上增加风险在各
系统单元中的分散，具体体现在系统设计时避免风险在各系统单元间的传递和扩散，同时
形成系统单元间的协同力，对局部的风险源加以有效控制。所有的响应单元都存在着缺陷
或薄弱点，在应对风险和外在打击时，如果每个单元都单独应对，那么，每个单元中潜在
的缺陷就会暴露，一旦破坏，有可能形成系统的链式破坏反应。如图6所示，当系统B的
四个单元形成合力，那么在不同的截断下，某一单元中存在的缺陷会被其它没有缺陷的单
元共同分担，这样，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说，系统中可能的缺陷带来的风险被有效分散
了，从而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得以提升。协同分散原理也对应凝聚力中的“聚力”。

4 凝聚力形成中的协同效能

上述凝聚力 4个基本原理均提及“协同”。那么，应用到系统风险防范中，“宽容”、
“约束”、“放大”和“分散”均对应的“协同”效能是什么呢？

“协同宽容”原理强调系统通过协同运作，形成系统整体共识的统一，共识的形成快
慢好坏，应对是否得力，是否把可能的资源都用在刀刃上，决定着防范风险具体政策和措
施实行的效率和效果，即“人心齐泰山移”，“民齐者强”。协同宽容的目的是整体的共识
最高。

�

�
结构工程中，常常通过组合结构的协同性设计实现结构

性能的优化。单根的简支梁的抗弯性能与W=bh
3
/6成正比。

当两根梁之间没有任何协同性（无摩擦）时，极限抗弯性能

与W=2bh
3
/6成正比；当两根梁之间存在协同性（完全连接）

时，极限抗弯性能与W=b(2h)
3
/6成正比。当n根梁协同时，

其性能提升为n
2
倍，不是简单的n倍。 

协同放大的原理体现在：（一）子系统间因为协同性的

存在，使得系统整体抵抗能提升，这种提升超过了因为子系

统数目的增加带来的简单增量，而是形成了额外的放大效

能；（二）协同放大的实现需要通过子系统间的协同性设计

来完成。 

�

�
� 在系统A中，子系统的缺陷（黑色点表示）带来的破坏

会造成整根绳索的断裂，荷载进行重新分配而引发“灾害链”

的传递会使整个系统崩溃。系统B中的子系统协同受力，有

效分散系统中存在的随机缺陷。假设每个绳索在无缺陷时的

承载力为100，有缺陷时的承载力为50，那么系统A的极限

承载力为200，而系统B的极限承载力在300至450之间。 

 协同分散的原理体现在：（一）通过子系统间的协同，

原本存在于系统中地随机风险（缺陷）得以降低，从而提升

整体系统的抵抗能力；（二）子系统中的风险在协同后的系

统中得以分散，系统作为整体分摊了子系统中的风险，这种

分散的效果取决于系统协同性的设计。�

图5 协同放大原理示意图
Fig. 5 Collaborative amplification schematic

图6 协同分散原理示意图
Fig. 6 Collaborative diversification sc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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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约束”原理强调通过系统的协同运作，在约束一些子系统的资源、资本和行为
时，使得系统整体抵抗风险的能力增强。虽然约束的内容往往是具体的资金、资本等，但
是约束的前提是各子系统或行为主体对实施约束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所以，从制度设计的
角度，更多反映出的是共识的问题。协同约束的目的是系统整体防范风险目标实现的条件
下所需的成本或费用最低，即“舍卒保车”，“上下同欲者胜”。例如，巨灾之后的恢复重
建，虽然从各行业和地区的角度有着各自的期望和目标，但是，为了实现灾区整体的目
标，各行业和地区必须在各方面做出必要的约束。

“协同放大”原理强调通过系统的协同运作，使得系统抵抗外在打击的能力增强，并
且产生“1+1>2”的效果。从宏观角度来讲，协同放大的目的是使得系统中整体社会福利
(Social Welfare)的最大化。例如，在农业风险防范中，政府、保险企业和农户的协同运
作，通过政策性推动、财政资金补贴、农户的广泛参与以及保险资本杠杆效应，最终实现
农户风险保障的极大提升，这是协同运作而产生的社会福利的放大效果，即“众人拾柴火
焰高”。

“协同分散”原理强调通过系统的协同运作，使得系统成为一个协作的整体后，原本
各子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在这个整体面前得以有效分散，使整体风险降低。协同分散的目的
是使得系统整体的风险最小化。例如，在防范气候变化引致的环境风险时，各行业均面临
着未来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如农业、能源产业、供水业、健康服务业等各自风
险的规模和特征差异明显，那么，当各行业协同运作共同防范风险，使得各自的风险在时
间和空间上得以分散。同时，行业间的资源、资本和技术的连通与共享，可以使得原本在
某一行业凸现的风险得以减缓，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协作整体风险的降低，即“一根筷子轻
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

凝聚力理论的4个协同原理，是针对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而提出，具有一定
的普适性，是对生态系统中的“共存”、制度系统中的“共识”、社会系统中的“共生”、
以及经济系统中的“共赢”的阐释，但更加强调“共存、共识、共生、共赢”这些结果产
生的过程，即“凝心”和“聚力”形成的过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协同的目的是为了提
升系统的凝聚力，以有效防范风险，然而，协同的过程中各子系统或响应单元需要一定程
度上进行结构和功能的调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局部产生新的风险因素，进而在高度关联
和紧密互动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得以“传递、累积和放大”，最终可能引起系统性的灾
难；这种过程往往会是潜在、渐变和长期性的，在短时间难以显现，所以更需要关注这种
协同过程中的新风险因素，以提升系统的可持续能力。

5 凝聚力模式

依据以上基本原理，本文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力模式，如图7
所示。围绕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目标，应用系统协同宽容、协同约束、协同放
大和协同分散原理，通过社会认知普及化、成本分摊合理化、组合优化智能化、费用效益
最大化等一系列手段，实现系统综合风险防范形成共识的最高化、成本最低化，以及福利
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一过程的完成，必须通过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并采取相应的
适应措施来实现，而这些措施得益于制度结构和功能的调整。凝聚力是评价社会—生态系
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基本变量，凝聚力的最大化提升是综合风险防范、协同运作以及系统结
构和功能优化的目标，而制度设计是实现这一过程和完成这一目标的核心。

在此模式中，从协同的目标到产出并非单一的过程，以制度设计为核心产出的综合风
险防范，需要不断再回到提升社会—生态系统凝聚力的目标上，构建再调整与优化的流
程，以评价整体和局部的协同效能和效果、关注制度调整后可能产生的新的风险因素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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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整与优化后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一循环模式强调的是社会—生态系统动态的
自我完善和演化，以更好适应自然、人文等因素的变化，特别是这一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传
统的和新兴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各种突发的或渐发的极端事件。

6 凝聚力优化对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作用

受社会—生态系统中“凝心聚力”现象的启发，我们运用复杂系统网络的研究方法建
立了系统凝聚力的定量化表达，提出了网络系统凝聚度的概念，用以综合考虑网络拓扑结
构和结点功能对系统抵抗干扰 (灾害) 能力的非动力学特性和贡献①。该研究中关于凝聚度
的理论和仿真研究表明，凝聚度是一种更普遍化意义的联结度 (联结度概念是现有的复杂
网络系统理论体系的基石[34-35])，是和联结度一样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的网络属性。该研究
在提出凝聚度概念的基础上，又从“凝心”和“聚力”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展了邻域凝聚
系数、全局凝聚系数和凝聚聚合系数等一系列全新的、重要的复杂网络系统属性，开发了
凝聚度选择联结和凝聚度优化等一套网络系统模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凝聚度概念为基础
的、研究诸如社会—生态系统这样的复杂网络系统的全新的、有效的理论体系雏形。

该研究中的凝聚度理论源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凝心与聚力”现象，本节将凝聚度
理论应用到社会—生态系统中，通过计算机仿真试验，来研究凝聚力对提高系统抗打击能
力的效果，以期回答“当诸如社会—生态系统这样的复杂网络系统的凝聚力增强时，是否
能更好地抵御外来打击所造成的灾害风险”这一重要问题。本节中将用到该研究中的大量
概念和模型，由于篇幅所限，相关细节在文中不再赘述，这里仅作简要论述。

假设一个网络系统，有NN个结点和NE条链接。每个结点都有自己的结点功能。各结
点的功能可以不同，但所有结点功能都是要为同一特定的系统功能服务。结点间的功能会
通过网络拓扑结构而相互影响。就服务于同一特定的系统功能而言，当两个结点连接到一
起时，它们的结点功能可能相互促进提升，也可能相互干扰掣肘。所以，引入一个“功能
相位”的概念。每个结点都有各自的功能相位，记结点 i的功能相位为θi，θi ∈ Ωθ, i = 1, ...
NN，Ωθ是功能相位的取值范围。功能相位可代表的实际物理意义非常广泛，例如：信号的
同步程度、设备的兼容性、合作意愿、社会价值、个人态度、文化差异，等等，这些实际
因素在各自的网络系统中，对决定系统的整体性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胡小兵, 史培军, 汪明 等.“凝聚度: 描述社会—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的一种新特性”. 中国科学: 信息

科学，已录用待刊中，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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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引入一个相位差函数：对相互连接的两个结点 i和 j，函数 fdθ(θi, θj) 将根据它们的
功能相位θi和θj来计算它们互补或干扰的程度。虽然相位差函数 fdθ(θi, θj) 的具体形式可以视
问题而定，但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① 对取值范围Ωθ里的任意两个相位值θi和θj，总
有 -1 ≤ fdθ(θi, θj) ≤ 1；② 当θi = θj时，有 fdθ(θi, θj) = 1；③ fdθ(θi, θj) 是关于θi = θj对称的；
④ 存在一个 Δθ> 0，对任何满足|θi - θj| ≤Δθ的θi和θj，|fdθ(θi, θj)|是|θi - θj|的非增函数。在本
节中，将用余弦函数“cos”来定义相位差函数 fdθ(θi, θj)。

基于上述准备，网络系统中结点 i 的凝聚度就可以定义如下：

cCD, i =∑
j = 1

ki

fdθ(θi - θ j) (1)

式中：ki是结点 i的联结度。由 (式 1) 可知，如果一个结点连接到越多的具有越相似功能
相位的其它结点，则其凝聚度就越大。因为-1 ≤ fdθ(θi, θj) ≤1，所以-ki ≤ cCD,i ≤ ki。当结点 i
与其所连接的 ki个结点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相位时，其凝聚度就等于其联结度。所以，凝
聚度可以看作是一种被普遍化了的联结度，然而却包含了联结度所无法表述的意义。换而
言之，联结度只是凝聚度的一种特例。显然，联结度 ki大并不意味着凝聚度 cCD,i就大。如
果与结点 i相连的所有结点在功能上都是与结点 i完全相冲突的，那么联结度 ki越大，只会
导致凝聚度越小，传统的结点联结度 ki是无法区分上述的不同情形。凝聚度 cCD,i是一个全
新的描述网络系统抵抗外来打击的能力的重要特性。下面用仿真试验来进一步证明凝聚度
的意义。

为研究系统抵抗外来打击的能力，需要定义在外来打击下，网络系统结点间的相互作
用。本研究中，定义了两类系统结点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救助模式和相互替代模式。在相
互救助模式下，当一个结点受到外来打击时，其原有功能将全部丧失，这时和其连接的其
他未受打击的结点会向其输送资源已帮助其恢复部分功能，其他未受打击的结点在输送资
源的同时，自身的原有功能将会相应衰减。在相互替代模式下，当一个结点受到外来打击
时，其原有功能将也会全部丧失，这时和其连接的其他未受打击的结点不会帮助其恢复功
能，而是会相应提高自身功能，以便弥补系统因受外来打击而丧失的部分功能。无论是相
互救助模式还是相互替代模式，施援结点所给与受灾结点的援助量，都需要乘以两结点间
的相位差函数值，才能转换成受灾结点实际接收到的援助 (对于两个相互冲突的结点，受
灾结点实际接收到的将是来自施援结点的干扰或破坏)。受打击结点的比例由RofF表示，
体现了外来打击的强度。比如，RofF = 0.5 表示外来打击直接使 50%的结点丧失原有
功能。

首先研究各类网络系统抗打击能力的差异。为此，我们构造了六类网络系统。其中两
类是基于传统联结度的网络模型，分别是随机连接网络模型[36] (简称NDRC) 和选择性连接
网络模型[37] (简称NDPA)。另外4类系统，都是研究中提出的凝聚度网络模型，分别为基
于结点间功能相位差的网络模型 (简称 CDPD)，凝聚度选择性连接网络模型 (简称
CDPA)，凝聚度全局优化网络模型 (简称 CDGO) 和凝聚度局部优化网络模型 (简称
CDLO)。关于这些网络模型的细节，读者可参考相应文献①。简单地说，模型NDRC和
NDPA 没有考虑凝聚度，所生成的网络平均凝聚度基本为零。而模型 CDPD、CDPA、
CDGO和CDLO都进行了凝聚度设计，因而它们所生成的网络系统的平均凝聚度都比较
大。只是它们各自的设计方法不一样，其中模型CDGO和CDLO的平均凝聚度总体来说比
CDPD和CDPA还要大。实验中，每类网络模型各生成 100个网络系统。每个网络系统的
结点总数为 100，结点间联结总数为 400。然后，对各个网络系统分别在相互救助模式和
相互替代模式下施以不同程度的外来打击，并观察记录系统受打击后的结点总体功能水
平。相关仿真实验的平均结果如图 8和图9所示。可见，不论在相互救助模式下，还是在
相互替代模式下，不论在何种外来打击的强度下，凝聚度网络模型的抗打击能力都比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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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度网络模型好，其中凝聚度优化模型CDGO和CDLO的抗打击能力是最好的。同时，
从图8和图9还可以看出，不论在相互救助模式下，还是在相互替代模式下，在外来打击
的强度越强的情况下，凝聚度网络模型相对于传统联结度网络模型而言，提高系统抗打击
能力的效果就越明显，其中凝聚度优化模型CDGO和CDLO对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程度
是最高的。

接下来进一步研究，在凝聚度局部优化网络模型CDLO中，不同的优化设计程度对系
统抗打击能力的影响。这里优化设计程度是由按凝聚力优化的结点的比例来表示的。该比
例为0表示没有进行凝聚力优化设计，和传统联结度网络模型完全没有区别；该比例为1
表示所有结点都进行了凝聚力优化设计。所以，该比例越接近于1，则表示用CDLO生成
的网络系统的凝聚度越高。对按不同优化设计程度生成的网络系统，再施加以不同程度的
外来打击。然后，比较研究各网络系统受打击后的总体功能水平。仿真结果如图10和图
11所示。

显而易见，不论在相互救助模式下，还是在相互替代模式下，不论在何种外来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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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相互救助模式下，各类网络模型的系统抗打
击能力 (a. 各类网络模型的抗打击能力；b. 凝聚力

网络模型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程度)
Fig. 8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various network models

under the mutual aid mode (a.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various network models; b. Consilience network model to

improve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system)

图9 相互替代模式下，各类网络模型的系统抗打
击能力 (a. 各类网络模型的抗打击能力；b. 凝聚

力网络模型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程度)
Fig. 9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various network models

under the replacement mode (a.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various network models; b. Consilience network model to

improve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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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下，随着优化设计程度的提高，所生成的网络系统的抗打击能力也得到稳步提高。图
10和图11更表明，凝聚力优化设计对提高系统抵抗高强度外来打击的能力尤其重要，因
为对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程度是最显著的 (例如，在相互救助模式下，当90%的结点都
直接受到外来打击时，凝聚力优化设计可以将系统总体功能水平在传统联结度网络模型的
基础上提高1倍以上)，这就客观解释了社会—生态系统抵御应对巨灾更需要整合资源，突
出优势，形成凝聚力。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本节仿真实验中使用的是抽象的网络系统，但很容易将其对
应或扩展到实际物理系统。例如，具有不同功能相位的结点反映了社会—生态系统的个体
多样性。在结点功能相位给定的前提条件下，不同的网络模型生成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网络
凝聚度，这就说明，即使在个体多样性相同的条件下，应用不同的机制和体制来设计或调
整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最终所达到的系统抗干扰能力是大不相同的。至此，通
过本节的仿真实验研究，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如果达到较高“凝心聚力”状态
与特性，就能具有较强的综合风险防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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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相互救助模式下，凝聚力优化设计对提高
系统抗打击能力的影响 (a. 受打击后网络结点的总
体功能水平；b. 总体功能水平的相对提高程度)

Fig. 10 Consilience system optimization design to

improve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system under the

mutual aid mode (a. Overall node functioning level after

strike; b. Relative improvement in overall node

functioning level)

图11 相互替代模式下，凝聚力优化设计对提高系
统抗打击能力的影响 (a. 受打击后网络结点的总体

功能水平；b. 总体功能水平的相对提高程度)
Fig. 11 Consilience system optimization design to

improve the anti-strike capacity of system under the

replacement mode (a. Overall node functioning level after

strike; b. Relative improvement in overall node

function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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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讨论

传统的灾害风险理论中，缺乏一种表达系统通过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调整以有效防范风
险的能力，这种调整是个动态的过程，与传统理论中的脆弱性、恢复性、适应性等紧密相
连。本文提出了凝聚力的原理，用以阐释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防范风险时形成共识和产生
聚力的过程，以及达到“凝心”和“聚力”目标的能力。凝聚力模式的提出，进一步揭示
了促使社会—生态系统有效和有序协同运作的驱动力。协同宽容、协同约束、协同放大和
协同分散 4个基本原理揭示了系统凝聚力在协同运作上的 4种表现，同时也是凝聚力在

“凝心”和“聚力”具体问题上的4种优化目标的阐释。综合风险防范理论体系强调了以
制度设计为核心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凝聚力模式将4个协同原理及其优化目标转化
为社会认知普及化、成本分摊合理化、组合优化智能化、费用效益最大化等一系列手段，
以实现综合风险防范产生的共识最高化、成本最低化、福利最大化以及风险最小化。这一
过程的完成，必须通过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从而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这些
措施得益于制度结构和功能调整的保障，也得益于该模式中强调的从“目标”到“产出”
再到“目标”的循环调整与优化过程。

本文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和仿真的方法，通过设计网络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表达，验证了
随着系统凝聚力的提高，系统抵抗局部和全局打击的能力均得以增强，而且，可通过优化
社会—生态系统系统中节点的结构和功能，从而达到提升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凝
聚力的目的。

社会—生态系统凝聚力是复杂系统自身的一种属性，它阐释的是社会—生态系统进行
协同运作的能力，在灾害风险系统中，表现出的是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能力，强调的是综
合的过程及效果。社会—生态系统凝聚力的最大化提升是综合风险防范、协同运作以及社
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优化的目标，而制度设计是实现这一过程和达成多目标优化的核
心。凝聚力模式的提出，为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中的“综合”与“协同”寻找出
一种可量化的途径和一种进行复杂问题探究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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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nsilience' in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scientific meanings of consilience in a systemic mann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synergistic efficacy, operational means, and
optimization process to improve a system's robustness to resist external disturbs. 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consilience mode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ement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four
proposed synergistic principles (tolerance, constraint, amplific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can
well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ilience in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of a socio-
ecological system. The principles set four optimization goals in terms of 'consenting in
minds' and 'gathering in force' in the consilience theory. The consilience mode demonstrates
how the synergistic principles and their optimization goals are converted into a series of tasks
inclu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percepti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st allocation, the
systemization of optimization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cost benefit. With implementation of
all these tasks, the consensus and social welfare can be maximized while the cost and risk
can be minimized in the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of the socio- ecological system. Th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 complex network system's robustness can be
improved with increased system consilience when facing local or global disturbs. Moreover,
this kind of improvement can be achieved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nodes
in a socio-ecological system. The consilience mode also complements current disaster system
theory in which the concepts of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may face limitation of
addressing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problems in a socio-ec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 socio-ecological system; risk governance; consilience mode; synergistic efficac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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